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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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我国环境规制实现区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会遭遇污染产业转移、投资

领域变迁等规避问题。为检验有关规制措施的有效性，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

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相比，收缴

排污费和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更加有效，这说明依靠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关

键在于规制工具的选择。总体而言，财、税、费等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工具更适合我国国

情。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收缴排污费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倒逼企业提高研发强度，进而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且二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呈现由弱变强、由不显著到显著

的门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严厉的行政处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且不管规制强度如何，地

方性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显著影响。因此，为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需要

构建市场化环境规制体系、注重环境规制顶层设计的落地，并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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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生活进入美好生活新时代，环境保护在

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鉴于环境问题的强烈外部性，政府以规制手段约束企业的

污染行为是进行政策评价时绕不开的话题。但是，环境规制是手段不是目的，“波特假说”认为“适

当的环境规制将刺激技术革新”（Ｐｏｒｔｅｒ和 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ｅ，１９９５）。由此可见，通过规制手段倒逼或
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产品科技含量，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才是设计

和实施环境规制的最终落脚点。

然而，环境规制一定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吗？显然，答案是不一定的：其一，企业面临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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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时有多种规避策略，常见的如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地区（傅京燕，２００８；沈坤荣等，２０１７）、转
向类金融等环境污染强度较低的投资领域（王书斌、徐盈之，２０１５），这些策略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带
来环境污染程度的降低，但从跨区域角度来看是一种“零和游戏”，也有可能损害制造业发展的基

础；其二，环境规制是一个包含多种政策手段的工具箱，包括但不限于收缴排污费、环境行政处罚、

环境保护财政支出、颁布环境法规和规章等，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或通过财政税费等经济手段，或

通过命令控制等行政手段影响污染企业的生产行为，有的环境规制工具侧重于事后惩罚，有的则

侧重于事前引导，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有不一样的作用机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自然也存在

差异化的效果；其三，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间接关系，强度过低无法改变

污染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均衡，也就无法改变企业继续污染环境的策略选择，强度过高则有可能

造成大量企业外迁或财务状况恶化，不仅损害区域经济发展，也与绿色技术创新无益。

综上所述，“波特假说”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描述似乎是多种结果中最理想的。鉴

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对粗放式生产方式的路径依赖，本文认为“波特假说”是多种情景下最理

想的结果。那么，这种最理想的结果是否真实存在呢？如果环境规制推动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那么哪种环境规制工具在什么样的规制强度下最有效呢？本文构建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省际面
板数据，采用绿色技术授权专利数和绿色技术获科学技术奖励数之和来衡量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引入当下使用频率最高的四种环境规制工具———收缴排污费、环境行政处罚、环境保护财政

支出、颁布地方性环境法规和规章，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异质性和门槛

值。本文的研究对于厘清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继而为从绿色技术创新层面推进

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分两支：一支着重研究环境规制本身，包括环境规制的内涵和外

延、环境规制工具的分类、环境规制的策略选择等；第二支着重研究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

应，其中经济效应集中于对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社会效应主要关注了环境规制对污染

治理和环境保护所起到的作用。

就第一支文献而言，虽然环境问题的强烈负外部性早已成为共识，但环境规制的内涵和外延

仍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中。起初，环境规制仅涵盖政府以行政手段发布的如禁令、规章制度、非市

场转让性许可证等命令控制。随后，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经济激励和约束政策（如环境税、补贴

等），以及以群众自觉意识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如信息纰漏、群众举报等）也不断地纳入环境规制的

范畴（赵玉民等，２００９）。基于此，学者们通常将环境规制工具划分为三类：以行政命令、法律法规
等为载体的命令控制型；以市场调控为手段的经济激励与约束型以及其他与环保观念、环保意识、

环保态度和环保认知等相关联的隐性环境规制（Ｔｅｓｔａ等，２０１１）。当然，不同的研究视角下，环境
规制工具也有其他分类方式（Ｂｃｈｅｒ，２０１２；原毅军、刘柳，２０１３）。从本质上来说，不管哪种类型的
环境规制工具，其作用途径均是实现污染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进而改变污染企业与代表公共

利益的政府间的博弈均衡（潘峰等，２０１５），促使企业重新选择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策略。然而，
当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产业政策、环境禀赋以及跨区域地方政府竞争（韩超等，２０１６）等因素
后，环境规制的策略选择则变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对规制工具的选择和规制强度的把握上（李

胜兰等，２０１４；Ａｍｂｅｃ等，２０１３），但关于环境规制时点选择的研究尚未涉及，即事后惩罚和事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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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哪个更加有效，可能的原因是对于环境规制工具的事前或事后性质难以准确界定。

第二支文献研究进展较快，内容也更加丰富。经济效应层面的研究涉及环境规制与生产效率

（Ｌａｎｏｉｅ等，２００８；Ａｌｂｒｉｚｉｏ等，２０１７；徐彦坤、祁毓，２０１７）、环境规制与企业选址（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６；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和 Ｓａｔｏ，２０１７；沈坤荣等，２０１７）、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赵霄伟，２０１４；Ｏｕｅｓｌａｔｉ，
２０１４；?ｚｏｋｃｕ和 ?ｚｄｅｍｉｒ，２０１７）、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原毅军、谢荣辉，２０１４；钟茂初等，２０１５）
以及环境规制与进出口贸易（Ｈｅ，２００６；任力、黄崇杰，２０１５），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环境
规制优化了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而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应；二是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额外成本进

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三是受到具体环境规制工具类型以及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环境规制与经济

指标间存在倒 Ｕ型、门槛型等非线性关系。社会效应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和检验环境规制
是否有利于污染治理上，例如 Ｇｏｌｄａｒ和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２００４）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印度水污染治理的关系；
王书斌、徐盈之（２０１５）检验了环境规制与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关系；范庆泉、张同斌（２０１８）构建了
包括企业治污资本投入、政府实施环境税和减排补贴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的理论模型，并模拟了其

均衡解。这些研究均支持环境规制有利于污染治理的结论，但对于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所扮演

的角色却莫衷一是，主要争论集中在“波特效应”是否真实存在。反对的观点有两个：一是环境规

制与污染产业转移说，或污染避难所假说，这种观点比较普遍，认为环境规制会带来污染产业向周

边区域转移，进而实现本地区的污染治理；二是环境规制与投资领域变迁说，认为环境规制将使污

染企业砍掉污染强度较高的制造业，转向投资污染强度较低的服务业或类金融业，进而实现污染

治理。

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是检验“波特效应”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囿于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

存在内生性、绿色技术创新难以准确衡量、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非线性等方面的限制，现有研

究虽然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Ｓａｎｃｈｏ等（２０００）、Ｄｏｍａｚｌｉｃｋｙ（２００４）以
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或达标排放率作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这类衡量办法将污染治理的结果等同

于环境规制本身，但由于地区间的起始污染水平存在差异，因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污染物排放量少、

达标率高其环境规制强度就高。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等（２０１０）、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和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２０１７）、蒋伏心等
（２０１３）等以专利申请量、研发投入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但是未能严格区分绿色技术创新和其他
非环保类的技术创新。李斌等（２０１３）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视角测算了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
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避了无法准确区分绿色技术创新和其他非环保类技术创新的障碍。但

是，张江雪等（２０１５）发现，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完全来源于企业自身
的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可能来源于绿色技术引进和转化。Ｇｕｏ等（２０１７）采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
探讨了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但环

境规制能否带来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依然不确定。贾军、张伟（２０１４）依据 ＯＥＣＤ公布的《技术领
域与 ＩＰＣ分类号对照表》提出了划分绿色技术创新和非环保类技术创新的办法，为环境规制与绿
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贾军、张伟（２０１４）提出的绿色技术创新专利不仅包括企业，
还包括其他机构，因此其针对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检验存在前后对象的非一致

性问题。Ｘｉｅ等（２０１７）基于 ＳＢＭ测算方法和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生产率指数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生产率进
行了评估，并区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

生产率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清楚回答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生产率提升是否来源于绿色技术创

新。Ｚｅｆｅｎｇ等（２０１８）将对“波特效应”的检验从单一环境规制扩展到多维环境规制层面，着重探讨
了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影响，但缺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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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指出审慎地检验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需要克服两方面的障碍：第

一，需要从环境规制本身入手构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办法，区分规制手段和治理效果，从而解决

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间的内生性问题；第二，需要提取企业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指标以衡量绿色

技术创新水平，从而剔除非环保类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本文选取排污费收缴额、环境行政处罚

案件数、环境保护财政支出额、地方政府颁布的环境法规和规章数来直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并将

四类环境规制划分为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和事先引导类环境规制，①不仅克服了环境规制与污染

治理间的内生性问题，也对现有文献未涉及环境规制时点选择的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其次，本文从《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直接提取了绿色技术授权专利数和绿色技术获科学

技术奖励数作为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从而规避了绿色技术创新与非环保类技术创

新的问题，并以企业研发强度为中介变量，检验了企业在促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最后，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引入门槛回归模型，对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进行

了讨论，对于进一步把握环境规制工具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设计遵循如图１所示的思路展开：首先，区别于以往研究大都关注环境规制通过
污染产业转移或投资领域变迁以实现区域污染治理的研究设计，本文着重检验“波特效应”，即环

境规制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区域污染治理；其次，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介效应

模型，以企业研发强度 Ｒ＆Ｄ为中介变量，分析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最后，鉴于
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可能会产生异质性的作用效果，本文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对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

图 １　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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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依据规制的实施时点与企业污染行为的先后关系，对四类环境规制事前或事后的性质进行界定。当然，若从跨期角

度考虑环境规制的滞后效应时，同一环境规制有可能存在事前和事后双重性质。本文做法的意义在于对现有文献未涉及环境规

制时点选择的研究进行有益补充，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１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以绿色技术创新指标 ＧＴＩｉｔ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规制工具 ＲＥ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各控

制变量 Ｘ，构建如式（１）所示的计量模型。同时，考虑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存在滞后
性，因此本文同时将滞后一期的绿色技术创新指标 ＧＴＩｉｔ＋１和滞后两期的绿色技术创新指标 ＧＴＩｉｔ＋２
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得到：

ＧＴＩｉｔ，ＧＴＩｉｔ＋１，ＧＴＩｉｔ＋２ ＝α＋βＲＥｉｔ＋γＸｉｔ＋μｉ＋υｔ＋εｉｔ （１）

式（１）中，ｉ、ｔ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μ、υ、ε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
项。本文选取四种地方政府使用频率最高的环境规制工具 ＲＥ，即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地方性法规规章 ｌａｗ。

由于收缴排污费和环境行政处罚一般为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了解企业污染环境行为之后对

污染企业进行的处罚，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则一般在事先进行。为了进一步考

察环境规制时点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效应，本文将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和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两类环
境规制工具划分为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 ＲＥａｆｔｅｒ，将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和地方性法规规章 ｌａｗ
划分为事先激励类环境规制 ＲＥｂｅｆｏｒｅ。同时，考虑到环境规制工具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新的地
方性法规规章 ｌａｗ的颁布有可能带来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案件数和排污费 ｆｅｅ收缴额的增加，因此本
文纳入环境规制工具的交叉项 ｌａｗ×ｐｕｎ和 ｌａｗ×ｆｅｅ，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基于此，式（１）可以进一步拓展为：

ＧＴＩｉｔ，ＧＴＩｉｔ＋１，ＧＴＩｉｔ＋２ ＝α＋β１ｆｅｅｉｔ＋β２ｐｕｎ        ｉｔ
ＲＥ－ａｆｔｅｒ

＋β３ｆｉｎｉｔ＋β４ｌａｗ        ｉｔ
ＲＥ－ｂｅｆｏｒｅ

＋β５ｌａｗｉｔ×ｐｕｎｉｔ

＋β６ｌａｗｉｔ×ｆｅｅｉｔ＋γＸｉｔ＋μｉ＋υｔ＋εｉｔ （２）

２中介效应模型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实现污染治理是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的，而环境规制促进绿色

技术创新的途径是企业提高了对技术研发的投资。从现有文献看，环境规制实现污染治理同样有

可能通过污染产业转移、投资领域变迁来实现。因此，为了检验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

实现污染治理的正当性，本文以企业研发强度 Ｒ＆Ｄ为中介变量，构建如式（３）、式（４）所示的中介
效应模型：

Ｒ＆Ｄｉｔ ＝α＋θＲＥｉｔ＋εｉｔ （３）

ＧＴＩｉｔ ＝α＋β′ＲＥｉｔ＋σＲ＆Ｄｉｔ＋γＸｉｔ＋μｉ＋υｔ＋εｉｔ （４）

式（３）中系数 θ检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强度的关系，预期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环境规制
促使企业提高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式（４）为在式（１）的基础上，纳入中介变量———企业研发强度
Ｒ＆Ｄ。在中介效应模型中，本文主要关注环境规制系数 β′的变化：相对于式（１），若系数出现了降
低，即 β′＜β，且企业研发强度的系数 σ显著为正，则说明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强度促进了
绿色技术创新（程令国等，２０１５；张勋等，２０１８）。

３门槛回归模型
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毫无疑问会受到规制强度的影响，规制强度太低则不足以覆盖企

业污染环境的负外部性，规制强度太高则有可能损害企业正常生产的经济基础，均不能推动绿色

技术创新。基于此，本文将四种环境规制工具依次作为门槛变量 Ｔ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假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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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个门槛，则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会被截取为 ｋ＋１段，如式（５）所示：

ＧＴＩｉｔ ＝α＋δ１ＲＥｉｔ（Ｔ≤ λ１）＋δ２ＲＥｉｔ（ｋ２ ＜Ｔ≤ λ２）＋… ＋δｋ＋１ＲＥｉｔ（λｋ ＜Ｔ）

＋γＸ＋μｉ＋υｔ＋εｉｔ （５）

式（５）中，Ｔ依次为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地方性法规规章

ｌａｗ。λ１，λ２，…，λｋ为待估算的门槛值。δｋ代表某一环境规制工具的规制强度跨过第 ｋ－１个门槛

后，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二）变量与数据

１变量。（１）被解释变量，采用各地区每年的企业绿色技术授权专利数和绿色技术获科学技

术奖励数之和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ＧＴＩ，进而将技术创新限定在环境保护类别中。（２）核心解

释变量，分别选取地区人均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 ｆｅｅ、地区人均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 ｐｕｎ、环境保护

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 ｆｉｎ以及地方政府颁布的法规规章数 ｌａｗ四种环境规制工

具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其中收缴排污费、环境行政处罚、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均剔除了地区经济规

模因素，而地方性法规规章数与地区经济规模无关，故直接采用绝对值。（３）中介变量，采用科研

业务费支出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研发强度 Ｒ＆Ｄ。（４）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领域其他学者的研究，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采用第二

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控制工业产业结构 ｓｔｒ的影响，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控制地区吸引外资水平 ＦＤＩ的影响，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

来控制地区城镇化率 ｕｒｂ的影响。

２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国

统计年鉴》。由于本文将技术创新限定在环境保护类别中，而该指标在《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仅

有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分省份统计，因此本文构造了包含 ３０个省份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表１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单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ＴＩ 件 １５０ １０５３３７ ３３３４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００００

ｆｅｅ 元／人 １５０ １３６３９５ １１０２７５ １５８２４ ８１５９８５

ｐｕｎ 起／万人 １５０ ０６６３５ ０８７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０７２

ｆｉｎ ％ １５０ ３１２３７ １４４６７ ０５７３４ ８４１３１

ｌａｗ 件 １５０ １７３３３ ２６７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

Ｒ＆Ｄ ％ ×１０－６ １５０ ０１５３７ ０１８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５１１

ｇｄｐ 万元／人 １５０ ２５９１９ １５１５５ ０６３３９ ７４５３７

ｓｔｒ ％ １５０ ４８０５４０ ７４４６６ ２３４９６６ ５７９９２２

ＦＤＩ ％ １５０ ２５６５４ ２０７８７ ００００４ ８１９８３

ｕｒｂ ％ １５０ ４９２９４７ １４３１０９ ２７４５２６ ８９２７４９

　　资料来源：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计算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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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３，２０１９

① 受到数据的限制，剔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示 ｐ值为０００００，拒绝扰动项与个体特征不相关的原假设，故本文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２汇报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考虑到环境规制的实施到促进绿色
技术创新存在滞后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加入 ＧＴＩ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回归结果分别如模型（２）
和模型（３）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ＧＴＩ不被滞后和滞后两期的模型（１）和模型（３）中，四
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 β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ＧＴＩ
被滞后一期的情况下，模型（２）显示，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
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回归结果说明：一方面，企业从面临环境规制到产生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存

在滞后；另一方面，环境规制迫使污染企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对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反应，

否则第二年仍然要接受惩罚或监督，因此绿色技术创新相对于其他层面的创新具有更短的周期。

比较两种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可以发现，相对于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有效。可能的原因是，收缴排污费直接影响企业的投入产出情况，促

使污染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转变。同时，收缴排污费几乎可以覆盖到任何存在排污行为的企

业，而环境行政处罚往往只针对排污行为足够严重的企业。另外，部分环境行政处罚方式如警告、

罚款、停业整顿等很难落到实处，如污染企业可能选择“态度上敷衍、行动上无视”的应对办法，既

不能改善排污行为，更不可能在绿色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

比较两种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可以发现，相对于地方政府颁发法规规章 ｌａｗ，地方政府扩
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有效。可能的原因是，环境保护财政支
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支出，降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

风险，且环境保护财政资金在使用上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督，对于环境问题的改善更有针对性。然

而，地方性法规规章大多是地方政府对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顶层设计，在策略性和方向性上具

有指导意义，但其落地实施仍然有赖于更加细致具体的对策措施，因而对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激

励引导效果相对间接。

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性法规规章和环境行政处罚的交叉项 ｌａｗ×ｐｕｎ对绿色技术创新
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地方性法规规章有利于巩固环境行政处罚的震慑力，进一步倒逼企

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然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排污费收缴额的交叉项 ｌａｗ×ｆｅｅ对绿色技术
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各地方对于排污费的收缴都具有相对完善的收缴方案和企业

名单，新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颁布对于排污费收缴的影响相对有限。

控制变量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地区经济水平

越发达，该地区就越有能力和意识来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工业产业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

的阻碍作用，说明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比越大，其生产模式就越有可能固化对资源环境的路

径依赖，阻碍绿色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在我国环境规制水

平相对较低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促使污染密集型的产业向我国转移，不利于绿色技术

创新；同时，城镇化率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说明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动力主要来

源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未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带来日益严峻的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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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ＧＴＩ Ｌ１ＧＴＩ Ｌ２ＧＴＩ

ｆｅｅ
００１２３

（１２６）

００１４４

（２０１）

０００６１

（０９７）

ｐｕｎ
－００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０９３

（－０４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７）

ｆｉｎ
００４１６

（１８１）

００９００

（３４７）

００４７６

（０９０）

ｌａｗ
００９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７６５

（０４２）

００８０２

（０４６）

ｌａｗ×ｐｕｎ
００００４

（２２１）

００００５

（２３２）

００００１

（１４７）

ｌａｗ×ｆｅｅ
０００６７

（０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１３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８０）

ｐｇｄｐ
０４１６７

（０２７）

５７３６１

（２１４）

３８０１３

（１６９）

ｓｔｒ
－２０４７１

（－２５８）

－２０４０４

（－２４９）

－００３３８

（－０６２）

ＦＤＩ
００５０３

（０８５）

００７８２

（０７０）

００２０９

（０５２）

ｕｒｂ
００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６）
ＦＥ 是 是 是

Ｒｓｑ ０２１４０ ０２２８３ ０１０３５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３８９２
Ｏｂｓ １５０ １２０ ９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 Ｔ值，、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了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资料来源：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计算整理得到。下同。

（二）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采用绿色技术创新 ＧＴＩ滞后一期作为被解释变量，表３汇报了企业研发强度在环境规制促
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其中，表３的上半部分汇报了四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企
业研发强度 Ｒ＆Ｄ的回归结果，即针对式（３）的检验；表３的下半部分汇报了将企业研发强度 Ｒ＆Ｄ作为
中介变量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即针对式（４）的检验。从表３可以看出以下方面。

首先，四种环境规制工具中，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三种
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研发强度 Ｒ＆Ｄ，而地方性法规规章 ｌａｗ对企业研发强度 Ｒ＆Ｄ的
回归系数不显著。原因同样可以借鉴基准模型的结果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纳入中介变量后，企

业研发强度 Ｒ＆Ｄ对绿色技术创新 ＧＴＩ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研发强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地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其次，比较企业研发强度在两种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中的中介效应可以发现，纳入中介

变量后，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对绿色技术创新 ＧＴＩ的回归系数由 ００１４４下降到 ００００７，且在统计上也
由显著变得不显著。同时，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对绿色技术创新 ＧＴＩ的回归系数虽然也呈现下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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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依然不显著。基于此，本文对两种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进行梳理：收缴排污费和环境行政处罚两种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增加了企业污染环境

的成本，倒逼污染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支出来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产品科技含量，进而推动地区绿色技

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然而，由于收缴排污费相对于环境行政处罚能够更加直接地影响企业投入产出，

实现污染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因此收缴排污费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显得更加有效。

再次，比较企业研发强度在两种事先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中的中介效应可以发现，纳入中介

变量后，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对绿色技术创新 ＧＴＩ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值由 ００９００
下降到００２６５，而地方性法规规章 ｌａｗ对绿色技术创新 ＧＴＩ的回归系数依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此，本文对两种事先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梳理：地方政府

扩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弥补了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支出，降低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

创新的风险，显著激发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

升。然而，由于法规规章从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到具体的落地实施仍然有赖于更加细致的对策措

施，因此对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作用相对间接，造成地方性法规规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

效果不显著。当然，本文的研究结论并非否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意义，而是建议地方政府应从顶

层设计到落地实施制定完整的政策措施体系。

最后，比较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和事先引导类环境规制可以发现，环境规制时点对绿色技术

创新并未带来明显的异质性效应，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中的收缴排污费和事先引导类环境规制中

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均能够显著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中的环境行

政处罚和事先引导类环境规制中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对绿色技术创新均无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此，本

文认为，环境规制工具是否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键不在于干预时点，而在于环境规制工具的载体

和手段。总体而言，财、税、费等以市场调控为载体和手段的环境规制工具比以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等

为载体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更加有效，可能的原因在于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工具在实现污染

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方面更加直接，实施过程中的措施细则更加清晰且落地性和针对性更强。本文

这一研究结论与 Ｘｉｅ等（２０１７）的研究结论可以相互印证，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市场为基础的环
境规制所驱动的生产率效应要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所驱动的生产率效应强很多。

　　表 ３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环境规制变量 ｆｅｅ ｐｕｎ ｆｉｎ ｌａｗ

式（３）
被解释变量 Ｒ＆Ｄ

环境规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４２６０８

（２８８）

３３０１６６

（２２２）

４９６１４０

（２９２）

３４４５２５

（０１７）

式（４）

被解释变量 Ｌ１ＧＴＩ

环境规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００００７

（０１６）

－００３６６

（－１５１）

００２６５

（４９７）

－０１２６１

（－０４４）

中介变量 Ｒ＆Ｄ的回归系数
０００３０

（２４１６）

ｌａｗ×ｐｕｎ
００００２

（２７９）

ｌａｗ×ｆｅｅ
－０００１４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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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环境规制变量 ｆｅｅ ｐｕｎ ｆｉｎ ｌａｗ

式（４）

被解释变量 Ｌ１ＧＴＩ

ｐｇｄｐ
４３４００

（１８５）

ｓｔｒ
－１２９８１

（－２７６）

ＦＤＩ
００７０１

（０２３）

ｕｒｂ
００００４

（０５４）

ＦＥ 是

Ｒｓｑ ０８５８０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Ｏｂｓ １２０

（三）门槛回归模型

表４汇报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单门槛值、双门槛值以及对应门槛区间内的回归结
果。在单门槛回归中，当人均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 ｆｅｅ低于 １２４３９２元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
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当其超过门槛值１２４３９２元后，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变得显著
为正，说明过低的排污费收缴强度不能完全覆盖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因而无法改变企业的

排污行为，只有排污费收缴强度使得污染企业的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之后，污染企业无法继续从

排污中获益，才会转向绿色技术创新。双门槛的回归结果更加清晰地展示了排污费收缴强度与绿

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当人均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 ｆｅｅ低于 １２４３９２元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当人均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 ｆｅｅ超过第一个门槛 １２４３９２元但小于第二个
门槛１４２０７１元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变为正，但也不显著。进一步地，当人均排污费
解缴入库金额 ｆｅｅ超过第二门槛值１４２０７１元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变为正，且显著。

　　表 ４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区间 回归系数 门槛变量 门槛区间 回归系数

ｆｅｅ

单门槛

ｆｅｅ≤１２４３９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２２）

ｆｅｅ＞１２４３９２
００７６４

（５８１）

双门槛

ｆｅｅ≤１２４３９２
－００１４４

（－０７８）

１２４３９２＜ｆｅｅ≤１４２０７１
０００６９

（０１３）

ｆｅｅ＞１４２０７１
００７８３

（５９２）

ｐｕｎ

单门槛

ｐｕｎ≤０４７１９
－０１３００３

（－０７２）

ｐｕｎ＞０４７１９
－０４３５２

（－３８８）

双门槛

ｐｕｎ≤０４７１９
－０７２８２

（－１０２）

０４７１９＜ｐｕｎ≤０５８８２
－０１４１４

（－１１７）

ｐｕｎ＞０５８８２
－０４３９６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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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门槛变量 门槛区间 回归系数 门槛变量 门槛区间 回归系数

ｆｉｎ

单门槛

ｆｉｎ≤２８４６１
－００２３０

（－０２１）

ｆｉｎ＞２８４６１
００８１５

（２０６）

双门槛

ｆｉｎ≤２７０３８
－００７７０

（－０５９）

２７０３８＜ｆｉｎ≤２８４６１
００４５３

（１６８）

ｆｉｎ＞２８４６１
００８４１

（２０４）

ｌａｗ

单门槛

ｌａｗ≤１
５８７１８

（０６５）

ｌａｗ＞１
０６００１

（０８３）

双门槛

ｌａｗ≤１
５８６９３

（０７２）

１＜ｌａｗ≤３
４０５３４

（０４６）

ｌａｗ＞３
０３０５８

（０７６）

环境行政处罚 ｐｕｎ的单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当每万人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 ｐｕｎ少于 ０４７１９起

时，环境行政处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当每万人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 ｐｕｎ

超过门槛值０４７１９起后，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变得显著为负，即宽松的环境行政处罚强

度无法带来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而过于严厉的环境行政处罚强度反而阻碍了地区绿色

技术创新的发展。双门槛下环境行政处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呈现与单门槛相似的结论。

本文给出的解释是：在宽松的环境行政处罚强度下，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被抓到的概率较低。即

使被抓到后，宽松的环境行政处罚强度也倾向于判罚污染企业诸如警告或罚款等不太严厉的处罚

措施。而当环境行政处罚强度变严厉后，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被抓到的概率大大提高，污染企业

被抓到后也往往面临“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等严厉

的处罚措施。由于企业的生产活动存在惯性，而环境行政处罚又太过刚性。当突然面临严厉的环

境行政处罚强度时，企业来不及调整生产活动，不仅损害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反而阻碍地区绿色

技术创新。

针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ｆｉｎ的门槛回归结果得到了与收缴排污费 ｆｅｅ相似的结论，即当环境保护

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 ｆｉｎ过低时（低于第一个门槛值２７０３８％），其对绿色技术创

新产生阻碍作用，但不显著；随着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 ｆｉｎ不断提高，表现

为先后跨过第一个门槛２７０３８％和第二个门槛２８４６１％，其对绿色技术创新开始产生积极的促进作

用，统计上也变得越来越显著。同理，不同门槛区间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所呈现的门

槛效应，可以借鉴不同强度下收缴排污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思路进行解释，不再赘述。

颁布地方性法规规章 ｌａｗ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地方政府颁布的法规和行

政规章数量的增多，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均不显著，且系数值

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对此本文给出的解释是：第一，地方政府针对环境问题不断颁布新法规和行政

规章，显示了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但繁杂的法规规章也有可能让企业做出“口号多于行动”

的判断，进而使得地方性法规规章对绿色技术创新呈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门槛效应；第

二，法规和行政规章大都是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顶层设计，在策略性和方向性上具有指导意义，但

落地实施仍然有赖于更加细致具体的对策措施，因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比较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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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环境规制实现区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会遭遇污染产业转移、投资领域变迁等规避问

题。为检验有关规制措施的有效性，本文直接考察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

现，四类常见的环境规制工具中，与环境行政处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规章相比，收缴排污费和环境

保护财政支出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更加有效，这说明依靠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

于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总体而言，财、税、费等以市场调控为载体和手段的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更

加直接且更具弹性，因此以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等为载体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更加有效。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收缴排污费增加了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倒逼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以提高污染

治理能力和产品科技含量；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可以弥补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支出，

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均可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强度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门槛效应检验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收缴排污费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

呈现由弱变强、由不显著到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严厉的环境行政处罚对绿色技术

创新反而起到显著的阻碍作用，而不管规制强度如何，颁布地方性法规规章对绿色技术创新并无

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于厘清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以推进污染

治理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第一，构建以市场调控为主要载体和手段的环境规制体系。财、税、费等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工

具在实现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方面更加直接，实施依据清晰且落地性和针对性更强，因而比相对

间接和刚性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更加有效。总的来说，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重经济、轻环保”的。当前，在我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认识到传统环保措施的历史

局限性，选取更具弹性且能够给污染企业留下一定调整时间的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工具，避免太过刚

性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

第二，强化环境规制的顶层设计，并注重具体措施的落地。环境问题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必须

依赖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部门进行规制干预。事实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实现污染治

理和环境保护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也确实存在“口号多于行动”的问题，导致污染企

业疲于应付繁杂的法规规章。因此，地方政府基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更具策略性和指导性的

顶层设计必不可少，并制定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完整政策措施体系，以提高实施效果。

第三，当前阶段可以适当提高收缴排污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等环境规制强度。本文的研究发

现，收缴排污费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两种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由弱变强、由不显

著到显著的门槛效应，且没有出现倒 Ｕ型曲线所示的拐点效应；统计数据也发现，目前我国大部分省
份的排污费收缴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还没有跨过门槛值或刚刚跨过门槛值，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偏低。

因此，需要循序渐进地提高收缴排污费收缴标准、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等环境规制的强度，以实现污染

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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